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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传媒七周年 生育 端小聚 端会员

生育，从来不是一件小事，也总被影响、规管。生与不生，如何生、何时生，生之后的育儿方式，都与一

端小聚回顾：我的生育选择，我的身体，真的可以由我作主吗？

“经常有朋友问我，怎么平衡育儿与工作，我觉得其实是没有办法平衡的”。

端传媒七周年 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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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社会的性别文化、观念、社会政策、对生命的态度息息相关。想要将生育自主权握在手中的人们，需要

时刻警惕并做出反抗。

本场端小聚我们邀请了三位嘉宾：中国大陆单身女性冻卵第一案当事人枣枣、未婚选择结紮男性Austin、

新手妈妈三三与我们分享，TA们不同的生育选择与反思，同时我们也将与读者一起讨论：是什么在影响着

我们关于生育的选择？我们又可以怎样最大程度掌握自己的生育自主权？

时间： 8月15日20:00~22:00
嘉宾介绍： 
 枣枣（中国大陆单身女性冻卵第一案当事人） 


Austin（未婚结紮男性） 
 三三（新手妈妈） 


政策限制下的冻卵 


枣枣： 2018年11月是我第一次去医院谘询冻卵事宜，当时做完关于冻卵的检查之后，12月被医生拒绝进

行冻卵的手术。转年，我开始思考向法院提起诉讼，状告当时接待我的医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

医院）。最开始想到的立案缘由是医疗合同纠纷，但最后以失败而告终；2019年9月底，我第二次尝试以

一般人格权侵害的一般人格权纠纷的案由立案，到现在，中间涉及到疫情等种种其他原因，宣判的周期经

过了三年，而其一审的判决结果在近一个月前宣告了败诉的结果。在一审判决结果出来以后，我们组织了

一些专家一起讨论，递交了上诉书，现在仍然处于等待开庭的阶段。

端：可以与我们介绍一下最初冻卵这个念头是为何产生，与当时是如何与医生沟通的吗？ 


枣枣：大概是在我29岁的时候，产生了冻卵这个念头，原因也比较复杂。一方面，作为一个29岁，快30

岁左右的职场女性，我其实会面临一个所谓的「中年危机」。很多人会拿着医学上的一些数据同我讲述我

的卵子质量和生育能力，说：「从30岁、35岁开始，这些身体功能会处于一个断崖式的下跌，如果再过几

年，再决定做（生育）这件事，成功率和孩子的健康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但这又与我当时的职场发展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当时正处于职业上升期，对自己的职业发展有较高的期待，认为自己还有很多自我

价值的实现空间。但在这个时刻有人跟我说，「是否要生育，或者如果不生的话，是不是以后一直都不要

生」，又希望我现在就做出这个决定，但对我来说，这其实挺困扰的。于是，我开始思考是否有什么方式

能让我在作为一个职场女性的情况下，能够延迟讨论这个问题与困扰。

二十多岁出头的时候，我是一个不婚不育主义者，觉得自己大概终身都会是这样。但当我快到三十岁的时

候，我发现自己身体上的一些转变，比如新陈代谢功能的变化，并且在这个年纪我心理上也与以前不大相



同，我开始觉得自己不能把话说得太满。总的来说，推动我去冻卵的主要原因就是希望自己能够掌握（生

育）主动权，希望自己能够拥有这样一个选择的权利。

就医的过程从整体结构流程上，就让我感到有一些挫败。我在选择去哪家医院谘询辅助生殖的时候，我的

首选就是业内最厉害的、最大拿的医院。于是，最开始我就在查询像北医三院这样在国家与同行业中非常

领先的医院。当时，最先是发现（北医三院）是没有办法在像京医通这样的挂号平台上预约，于是我就打

电话咨询，当时客服就和我说（北医三院）的部门只接受现场挂号，并且在现场需要提供结婚证这类的证

明，哪怕当时现场没带，也需要有个照片示意，或者就诊当天需要患者出示，这样才能够顺利地去就诊。

我作为一个单身女性，从挂号这第一步就已经被这样的医院拒之门外了。 


于是我辗转了几家医院，发现我当时就诊的北京妇产医院在挂号这一方面是没有要求的。那天，我到医院

跟医生交流的过程里，也有些地方让我觉得不适。因为我的诉求是向医生寻求一个专业医疗上面的一个解

决方案，但医生了解了我的情况之后，他把重点放在了我未婚的状态上。即使我特别努力的想要表明我在

那冻卵上强烈的诉求，与他解释我想要冻卵的原因，但是哪怕我再努力，也没有改变他的想法。在那十分

钟交流的过程中，他一直在同我说，「你最好的选择就是现在去生孩子，但是你生孩子的前提是你要先去

领一个结婚证，然后把孩子生了，因为早婚早育对于你的身体是比较好的，以免如果你大龄生产，生育恢

复期会拉的比较长，带孩子的精力也会不够。」但我觉得这些建议都似曾相识，而我并不需要在三甲医院

的辅助生殖学科，被他们的领头人告诉我这一些（传统的）建议。

我原本期待的是医生能够给我提供一些更加专业的建议，或者听取我的一些需求和了解我的感受，在医疗

上做出一个诊断，但是事实上是我在那个诊室里如坐针毡，得到的都是这些（并不是专业层面的）建议，

让我觉得我在那个地方并没有被当成一个平等的患者对待，在那里，我相较其他人是格格不入的。因为妇

产医院的其他病患基本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可能是丈夫或者妈妈在一旁陪伴在侧，但我在那里就显得很奇

怪，我甚至要和另一个也是独自一人就医的女孩结对子，就是在那里看到她，她也看到我的时候，我们相

视之后，就问了一下说她的情况，为什么是一个人来。当然她并不是一个单身的情况，但她老公没能来陪

她一起，所以哪怕她是已婚的，但是她自己一个人在候诊的时候，都好像显得与众不同。

与医生聊天的时候，其实我一直想要问他，知不知道单身女性在市场上对于冻卵的需求的情况，以及他是

否能够听到我们的声音，但是这个医生一直告诉我，他们医院在这方面的技术是比较突出的，也是有一些

相关的成功案例，但是国家政策的规定在这里，医院也没有办法跳过规定来做一件与规定相反的事情。

那时我觉得我自己的存在很不合理，我好像就是一个来捣乱的trouble maker。 


就好像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是不理性的，我的诉求是不合理的，但这与我在社会生活中的自我认同非常

不一样，无论是在职场上还是生活中，我都是一个有主见且理性的人，我的意见也是被亲友看重的，当他



们遇到一些情况的时候也会来咨询我的意见，但是我在那个当下我好像变成了一个是无理取闹的角色一

样。

端：枣枣在我们之前的沟通中简单的提过，在判决书中让自己感到不舒服的地方。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吗？

枣枣：其实是这样的，法官的判决书会援引双方的辩论陈述，可能提到的比较多的是对方律师的一些辩论

内容，比如他讲到冻卵手术存在的一些风险，比如取卵过程的麻醉风险，以及因为取卵需要做阴道穿刺，

就提到可能会对未婚女性的处女膜不友好，以及他将单身冻卵和单身生育与单亲家庭完全对等起来，说讲

「单身冻卵必定会导致单身生育，单亲家庭的教育一定会有很大的问题」，以及提到为了要延迟生育年龄

的取卵，有可能会让孩子在青春期时父母和孩子的年龄差距过大，青春期撞上更年期的情况发生，并且表

明单亲家庭阻抗社会风险能力低下，单亲家庭的子女会面临社会歧视更严重，他把很多这些影响都给归结

为单身生育和单身冻卵，把他们直接等同起来了，这个逻辑也是我当时在法庭上气愤与不认同的地方。

端：其实现在中国的法律上，并没有规定单身女性不能冻卵，但医院却表明我们没有办法做（这样的手

术），对吗？

枣枣：是的，我也是在跟律师交流之后，才了解到其实中国的民法典里，是没有任何一条明文规定表明单

身女性不能冻卵，而医疗机构的管理条例的适用主体，都不是个人，而是医疗机构，虽然没有规定表明单

身女性不能冻卵，但却规定正规的医疗机构不能给单身女性提供人工生殖辅助技术。



胚胎学家在冻卵过程中工作。摄：Andre Chung for The Washington Post via Getty Images

中港两地的生育文化与育儿的角色分工 


三三：我现在是一个半岁孩子的妈妈，在我看来，生育无论是生还是不生，好像都是一件要跟社会互动非

常多的事情。这个社会好像给生育的方方面面，一个人生与不生的选择、生产时的方式、孩子以后的姓

氏、与生育之后的家庭分工，就好像这个社会是有一套约定俗成的规定，选择生育，就意味着也要去跟不

同的制度，不同的人，不同的系统去互动。

比如我在内地和香港，同时有产检的经历，就发现不同的社会对于生育有着自己的一套规则。我刚怀孕以

后，在广州做产检时，即使产前的所有检查都没有问题，我也没有任何的基础疾病的情况下，进入到医疗

体系之后，我的身体好像就变成了一串串的数值，可能我的血液的数值低了一点，可能医生就会吓唬我说

你需要去做怎么样的检测，不然孩子有可能会怎么样，一系列的医学术语就会朝我扑过来。在一个我认为

身体非常健康的情况下，我不停的被医生要求去做各种各样的产检，而产检的核心就是优生优育的一个概

念。最开始我并没有意识到，但我在香港做产检之后才开始发现，在我们的文化里好像优生优育成了一个

非常重要的事情，渗透到大家生育产检的整个过程里面，医生会跟我们强调，孩子这里有一点点数值不

对，要考虑怎样的问题，会建议我们去做个穿刺或者其他检查。这是一个非常漫长又非常焦虑的过程，而

在这个过程之中，我自己是挺痛苦的。去到香港的公立医院之后，好像一切就变得非常的佛系，他们也不

给我看数值，就直接告诉我这不是什么大问题。并且香港似乎有个规定，在胎儿过了二十周或者二十多周

之后，就不太允许堕胎了，所以他们的医疗系统中妊娠中后期的一些排畸检查和后续关于优生优育的部分

就少了很多。

另外，在孩子出生前，关于孩子姓什么我与家属之间做了长时间的沟通，最后我们决定这个孩子不跟我们

中的任何一个人姓，我们只给孩子起一个名字，然后放弃跟我或者跟我的伴侣姓，做出这个决定之后我觉

得好像终于解决了一个大问题，让这个孩子不跟他的爸爸姓，对我来讲长舒了一口气。

但是当我想要去给我的孩子登记名字并放弃随父姓或随母姓的时候，我却发现香港政府的默认设置是孩子

随父性，当然他有一个规则是，假如是未婚生育或单身生育，那可以不写父姓，在这个情况下这个孩子可

以随母性，但很明显我是已婚生育状态，在这个情况下我就没有了选择这个孩子姓氏的权利。

我研究了一大通之后，甚至跟我的伴侣手写了一份说明，表明我们想要这个孩子放弃随父姓或随母姓而直

接叫什么名字，然后拿去做出生登记的工作人员时，他直接跟我讲说这是没有用的，是不能改的。当这个



接 么 然 拿去做 人员 接 说 是 是 改

孩子逼着随了父姓，我当时非常的沮丧，也非常的愤怒，我就觉得这个孩子是我生的，我付出了这么多，

我却连他的姓氏都不能决定，感觉香港的制度好像大清一样。但是香港又是一个很神奇的地方，当我去找

我的其他朋友咨询时，他们却告诉我，其实有另外一个办法可以让这个孩子改掉姓氏。我和我的伴侣可以

去香港的律师楼花几百上千块钱，坐在那里同律师说，我们放弃这个孩子的姓改叫什么名字。

香港这个地方真的很神奇，一方面它在制度上好像非常保守跟清朝一样，但另一方面又好像有着非常发达

的市场经济和合约的精神，就比如可以通过一个律师楼解决这件事情。但我依旧不能释怀政府规定随父姓

这件事情。在生育的过程之中，除了这种说产检、姓氏这种讨论之外，另一个特别大的部分是，在孩子生

育之后，育儿负担的分配在现实的情况下，女性承担了很大的一部分责任，我在生育之前对这件事情特别

的害怕，或者说是耿耿于怀。于是我就决定孩子出生之前和怀孕的整个过程之中，一直在跟我的伴侣沟通

他未来需要在多大程度上承担育儿的责任，可以说是沟通，也可以说是「洗脑」。

之前经常有朋友问我，怎么平衡育儿与工作，我觉得其实是没有办法平衡的，勉强可以有一些平衡的前提

其实是他人的帮助：在香港，这个人可能是移工；在大陆，可能这个人是我们的父母辈，他们承担了育儿

工作中的白天或者说大部分的基础性工作，在这个情况下，我们才有可能勉强能够作为一个女性。在这个

情况下，其实就是把育儿的责任交由其他人来承担，某种程度上这是一种剥削性的承担，比如说其实我是

在压榨我父母的劳动力，我才可能获得一些我能够继续发展自己事业的可能。

反抗传统世俗的男性选择 


Austin：我现在回想起来，我的手术经历对我而言其实是非常幸运的，因为他有一种天时地利与人和的感

觉。在做完手术的同年7月份，国家开始铺天盖地宣传三胎政策，与此同时，对节育手术和人工流产等相关

手术开始有了一些限制。

我的手术并不是通过遵守流程的方式去做的，我在做手术之前，其实是做了挺长时间的心理上跟行动上的

准备，最开始有这个想法，其实是在大学的时候，自己在生育上或者说在婚姻上、在家庭上有了一些新的

思考，认为自身在一些情况下并没有能力抚养小孩。最开始，在医院谘询医生我是否能做结紮手术的时

候，负责接待我的医生提出需要我出示结婚证，我当时很尴尬，他问我有没有结婚证的时候，我不知道该

怎么说。这是我第一次去谘询，回家之后，我跟我的伴侣认为，既然医生这么问了，我们不如就去做一个

假的结婚证，那个时候我们到网上去找，发现做这种假结婚证的商家很多，但我最后没有用到这个办法，

因为我发现他们发过来的实物并不能瞒天过海，而且我和我的伴侣也并没有想过要因为结紮去领一个真的

结婚证，但没想到的是我去咨询第二个医生的时候，并没有对结婚证有那么严格的要求了。他当时也问过

我是否已婚，在我否定的情况下，他没有给我拒绝的回应，而是需要我的家里人或者监护人的许可。当时

我伴侣也在我身边，她和医生说她是我姊姊，说家里人已经同意了。



手术之后，我父母不知道如何知道我做了结紮，打电话来问我，当下他们是很生气的，特别是我爸爸他的

话还很冲，那个时候我和他们的关系很不好的，因为这件事他们不能接受，我也能理解，这也是为什么我

做这个手术之前，没有跟他们说的原因，这个事情带来的这种冲击也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我几个月之后

回老家跟他们见面，他们当时是表现出来的感觉是不得不接受这个事实。

我父母让我不要把这个事情在村跟其他人讲，他们很在意我做结紮这件事情在家族里面传播出去，让他们

在家族或者在老家里会没有面子，这个其实也是很好理解的，因为在农村大家都会希望望子成龙，望女成

凤，会希望家里的男孩能够结婚生小孩，女生能够嫁出去。

一名护士在中国安徽一家妇产医院为新生儿按摩。摄：AN MING/ Feature China/Future Publishing via Getty Images

生育、养老与多元成家 


端：我想先分享我自己的一个感受，听完大家的故事，我在思考为什么我们的生育或者跟生育有关的选

择，都必须在婚姻制度的基础上、以血缘关系为纽带一夫一妻的、异性恋的家庭里面去完成。无论是枣枣

尝试单身冻卵，还是Autin尝试做结扎手术，好像都必须是在一个婚姻制度的框架里面进行。我想到大概是

2016年左右的时候，北京有一对异性恋的情侣，在分手的情况下，女方发现怀孕了，他们想要把这个孩子

生下来 但并不因为生子而结婚 他们被要求交 笔社会抚养费 后来他们为 抗议这种把生育和婚姻捆



生下来，但并不因为生子而结婚，他们被要求交一笔社会抚养费。后来他们为了抗议这种把生育和婚姻捆

绑在一起的行为，在网上发起了一个社会抚养费的众筹活动，虽然很快众筹就被叫停了，但这也是很有意

思、很值得去研究的一件事情。

刚才听三三分享的时候，我在想国家之所以这样做的原因，其实是为了把无论是生育，还是育儿，这一部

分的责任完全推给一个家庭、一个个体，国家和政府不需要去承担任何的责任，在一个小型的、异性恋的

家庭里面会有长辈、或者女性这一方承担更多的责任。我们的社会中有一些人可以理直气壮的去指责他人

为什么不结婚，或者说像枣枣的判决书里面写的关于单亲家庭承受风险能力很低之类的一些情况，把责任

推到个人，却不思考背后政府的角色缺失。

这是我刚才听完三位嘉宾介绍之后的一个感想。我们在整理读者的提问的时候，发现有个问题反复出现，

很多人想问假如现在选择不生孩子，那以后该如何养老？

Austin：我和我的伴侣有想过老了之后，和朋友组成一种互助的团体，大家一起住在同一个房子里面，互

相扶持地去过未来剩下的日子。而我自己也并不排斥领养，或者说我不排斥一个跟我没有血缘关系的人进

入到我的生命里，因为我其实更看重关系这个部分，而不是血缘。

我看到周围很多男性其实都挺不负责任的，这些行为也导致了很多难以接受的后果，反观自己我会认为自

己有很多地方需要承担责任。最重要的是我身边有很多有性别意识的女性朋友，她们经常会说起一些事

情，提醒我去思考一些我未曾发现的事。

枣枣：对于养老这个问题，可能我们现在还很难有一个非常好的答案，像刚才Austin提出可以跟自己的朋

友设立一些互助关系，其实我之前也有了解一种成家方式，就是多元成家，可能我不一定是只跟伴侣一

起，也有可能是我跟我一些关系好的朋友住在一起，然后互相照顾，或者我跟一个比较年轻一点的朋友，

我们来组成某一种不是以性或者是血缘为关系的一个家庭单位，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一个更多元的想象，

也是未来有可能达成的方式。另一个就是某一天我在一个女性为主的群里，看到大家也是讨论养老这个问

题，就有人说了一句话，她说养儿不能防老，防晒才能防老。

端：其实我也想问一下三三，你现在有了一个小孩，会觉得自己的养老问题解决了吗？觉得未来就高枕无

忧了吗？

三三：我觉得养孩子跟养老没有一点关系，靠孩子养老也不太现实。毕竟对于养儿防老的这种观念和传

统，它的文化基础是我们上一辈那样的文化传统，比如我们的父母还会给我们带孩子，但我没有办法想象

我老了，以后我还要给我的儿子带孩子，所以我就觉得可能对于我们一辈人来说，生不生孩子和生了孩子

也不意味着有人养老，我们可能还是要为自己负责任，因为可能我们的伴侣也不一定能够陪伴我们到老，

说不定最后还是要跟姐妹一起去跳广场舞，所以我觉得某种程度上，对于我们一辈人来说，我们享有了更



多的自由和选择，但也可能意味着我们年老以后，也需要为自己的生活负责，为自己的经济负责，包括自

己的医疗这些东西也都需要自己去考虑的，是也没有办法加到孩子身上。

枣枣：我从自身角度感觉尤其是养老这个问题上，对于女性来说可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普遍的平均

寿命会是女性可能更长一些。我们建立这种女性自主的一个互相扶持、互相支持的社会关系网路是非常重

要的，以及在普通的异性恋家庭中，一旦组成家庭了之后，女性好像很容易就被隔绝在不同的小家之中。

我自己也是经历过以前的一些已婚已育的朋友和同学她们再重新找到我，开始和我倾诉一些她们家庭中或

者婚姻中的一些烦恼，我重新开始跟她们建立了连接，我就发现女性的这种跨越，家庭和个体之间的这种

互助共情，这种生命共同体的关系其实很重要，无论是对我们的精神上的互相照应，还是身体力行的互相

支持，都挺重要的。我相信无论是在于养老议题，还是在我们普遍的一些比如家暴这样的议题中，我们自

己的个体支持，这种网路的建立都是非常必要的。


